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4, 12(1), 456-460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1065    

文章引用: 张炜. 论我国外国法无法查明困境[J]. 法学, 2024, 12(1): 456-460. DOI: 10.12677/ojls.2024.121065 

 
 

论我国外国法无法查明困境 
——基于110份涉外民商事案例的实证分析 

张  炜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7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5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29日 

 

 
 

摘  要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现象频繁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当事人承担过重的查明

责任，另一方面中国法院在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标准不清、界限不明。通过对110份案件样本进

行实证分析，综合我国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司法实践，本文提出我国立法应当从诉讼成本、

查明效率等综合考量下对《〈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中的“合理途径”、“合理期限”等

用语规定可参考的量化标准以及对法院认定“无法查明”作合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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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 phenomenon of “unidentifiable” foreign law appears frequently,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parties bear too heavy a burden of ascertai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courts’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at “unidentifiable” foreign 
law is unclear, and the boundaries of such criteria are not clear.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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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case samples, synthesize China’s foreign law identification system of research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a’s legislation should be from the cost of litigation, identifi-
cation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Law Application’s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 of article 17 of the “reasonable way”, “reason-
able period” and other terms in article 17 of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Law Applica-
tion’s Law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I) to provide for reference to quantitative standards and rea-
sonable restrictions on the court’s determination of the “unidentifi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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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外国法查明也被称为域外法查明[1]，是指一国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本国

的冲突法规范应当适用外国法作为准据法时，就如何准确查明和正确适用外国法等问题所构成的一项基

本法律制度。在我国理论界中，外国法查明的研究主要围绕于外国法的性质、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分配、

外国法查明的途径、外国法查明的期限确定以及外国法查明失败的处理措施等问题。本文以我国法院自

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生效以来适用该法第十条的 110 份案例为研究对象，

总结我国法院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现状以及困境，从司法实践出发为法院查明并正确适用外国法提出建议。 

2. 案件样本来源及概况 

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0 条”为检索法条，以“判决书”为限制

条件，分别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进行检索，检索的时间范围为 1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0 日。排除北大法宝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重复的、无关的案例，法院适用《法律适用法》第十条作为裁

判依据的案例共计 110 件 2，本文以该 110 件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下表为 110 份涉及外国法查明案件的法

律适用结果，见表 1。 
 

Table 1. The result of legal application in cases identified by foreign law 
表 1. 外国法查明案件的法律适用结果 

 法律规定 
法律无规定，当事人约定 

数量 
有 无(最密切原则) 

外国法查明 6 25 2 33 
外国法无法查明 12 46 3 61 
不涉及外国法查明 2  13 15 

总计 20 71 18 1093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生效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1 日，裁判文书公开上网自 2014 年起开始施行，2014 年以

前的案例因未在网上公开而数量较少。 
2本文作为研究对象的案例仅包括法院在裁判文书中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的裁判案例，不包括

在司法实践中援引该法第十条而没有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或北大法宝上公开的案例以及应当适用第十条而未适用的案例。 
3110 份案件样本中，案例：(2018)川 1903 民初 434 号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裁判内容为“关于本案适用的安哥拉共和国法律，原、被

告未提供，本院也未查到，应适用我国法律”。根据裁判说理以及相关文书内容不能确定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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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计的案件样本数据，4 法院作为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的案件有 23 件，当事人作为外国法查

明的责任主体的案件有 71 件，不涉及外国法查明的案件有 15 件。其中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国法成功的案

件数量为 6 件，当事人查明外国法成功的案件数量为 25 件，查明成功的案件仅占总数的 28.2%。法院认

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案件数量达 46 件，占 110 份案件样本总数高达 41.82%。从上表可知，在实践中外

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主要为当事人，并且在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情况下，也会将当事人提供外国法

作为查明方式之一，并允许当事人采用多种合理途径查明外国法，然而实践中仍有大量案件被认定为无

法查明转而适用中国法。 

3. 问题的提出 

“外国法无法查明”是指在当事人或者法官进行外国法的查明行为后，仍然无法获得外国法的具体

内容的情形。实践中，对于当事人而言，外国法难以查明主要源于法律苛责的查明责任过重，外国法查

明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过高。对于法院而言，中国基层法官结案压力较大，查明与适用外国法时间成

本较高，法官对此存在畏难情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外国法无法查明的理由主要有：当法院依职权查明

外国法的情况下，法院用尽合理途径仍无法查明；当事人作为外国法查明主体的情况下，又可以分为：

1) 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未提供外国法；2) 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的外国法，无法证明其完整性、真实

性，法院不予采纳。然而，法院的裁判说理往往却并没有明确说明“合理途径”以及“合理期限”的具

体内涵以及审查当事人提供的外国法不具有完整性、真实性的具体标准。法院的此种做法不仅一方面源

于法官自身的畏难情绪，另一方面还因为我国法律对于“无法查明”的认定内涵不清、界限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

简称《〈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7 条的规定，法院通过合理途径仍不能获得外国法律的以及当

事人在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然而，我

国相关法律却并没有解释该法条中“合理途径”、“合理期限”、“正当理由”以及“可以认定”等词

语的具体内涵，也就不免引发以下疑问：1) “合理途径”的标准要求法院应当达到何种查明程度；2) “合

理期限”应当如何确定以及哪些情形属于“正当理由”可以突破“合理期限”；3) 在当事人未提供外国

法律的情形下，法院是否有义务继续查明外国法。 

3.1. 合理途径 

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看，“合理途径”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有学者指出其较为灵活的概念给予了法院

较为宽松的裁量空间，导致各级法院之间的理解和裁量存在差异，反而限制了外国法的适用[2]。在我国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依职权查明外国法的案件中，法院通常采用一至两种查明途径，且大部分是要

求当事人委托外国法查明研究机构查明外国法律，很少主动委托专业机构或者采用其他查明方式。一方

面，此种做法确实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兼顾效率，但另一方面，查明程度的过于宽松可能会放纵法院对

于查明外国法的畏难情绪，法院的查明责任与职能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适用法律从多途径查明变为当

事人单方查明，损害了我国司法的公信力。此外，我国理论界主流观点也认为应当对法院“已尽合理途

径仍无法查明”之认定进行适当限制。 

3.2. 合理期限以及正当理由 

根据《〈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7 条第 2 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律的，其在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

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因此，法院作为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的职权范围：1) 我国冲突法

直接规定适用的准据法；2) 法律允许当事人约定(选择)而未约定(选择)的情形下，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准据法(外国法)；
当事人作为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的情形：当事人约定或选择适用外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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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例如在朱莹与亿鑫

国际(香港)管理有限公司、薛金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5，法院以“被告亿鑫国际(香港)管理有限公司法

庭辩论终结前，未能提供香港法律规定”，从而认定“无法查明”，在此案中，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

是“法庭辩论终结前”。在新海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与杭州保利佳实业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

纷一案中 6，法院则以“被告第二次公开庭审时仍未提供”为由直接认定“无法查明”。 
由此可见，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合理期限”为多久？法院确定该期限的标准是什么？当事人基于

哪些情形可以申请延长该期限[3]？当事人提供外国法确有困难的情形下是否可以申请法院依职权查明？

法院又该以何种标准审查此类申请？由于立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实践中法官拥有极大的裁量权

以“外国法无法查明”为由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3.3. 法院的补充责任 

通过对案件样本的分析，我国法院在实践中处理外国法查明问题的态度是消极和被动的，大部分案

件法官群体更普遍希望采用当事人查明的模式[4]，然而当事人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员，很难从纷繁复杂

的外国法律中准确查明并提供与案件相关的外国法律，再加上法官的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致使“外国

法无法查明”成为普遍现象。根据《〈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7 条第 2 款的内容，当事人在合

理期限无正当理由未提供外国法律的，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认定为无法查明”，而不是“应当认定为无

法查明”，是否意味着法院在当事人无法提供外国法的情况下仍然有义务判断是否继续采用其他途径查

明外国法，“无法查明”并非法律规定的当然结果。有学者指出《〈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7
条实际上是明确了法院是引导查明外国法的主体，即便是在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下，也有查明

外国法的义务，如果法院对于决定是否进行查明可以自由裁量的话，那么当事人是否意思自治便与最终

案件的法律适用没有多少关联了。还有学者指出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形下[5]，当事人应当

提供外国法，法官仍然负有次要责任，当事人若无法提供，法院有辅助查明外国法的权利[6]。本文认为，

应当对《〈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7 条作如下理解：法院、仲裁机构以及行政机关是外国法查

明的首要主体，其查明责任天然地优于当事人。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且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

以上机构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允许当事人查明其所选择的外国法，此为权利亦为意思自治的义

务，当当事人无法查明外国法或者查明内容有瑕疵的，以上机构负有查明外国法的补充责任。 

4. 完善建议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涉外民商事案件不断攀升，2013 年至 2022 年 6 月，各级法

院审结各类涉外、涉港澳台案件 38.4 万件，涉及当事人已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7。《法律适用

法》施行至今已有十余年，外国法查明制度的立法发展仍然比较滞后，面对激增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和日

益复杂的外国法查明需求，相关立法的缺陷实践中外国法查明频频陷入困境之中。 
由前文所述，对于法院查明外国法可以基于何种情形认定为无法查明以及相应的限制条件，本文对

于我国外国法查明相关立法提出如下完善建议：其一，在法律直接规定或者当事人未选择法律的情形下，

由法院直接查明应当或者可能适用的外国法，只有当法院通过两种及两种以上查明途径(除“当事人提供”

外)仍无法查明的，法院可以认定为该外国法无法查明。我国也曾有学者提出相似的建议，例如“应当强

化法官查明主体责任，要求至少应竭尽两种以上的查明途径方可作出外国法查明不能的认定”[7]。其二，

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的情形下，法院应当首先要求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行提供所选择的外国法，该

 

 

5参见：(2018)津 0103 民初 10638 号判决书。 
6参见：(2016)沪 72 民初 3129 号判决书。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涉外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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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期限的确定可以参照如下标准：1) 我国法院查明外国法的平均速度；2) 该外国法所属国是否与我国

签订或者共同加入有关外国法查明司法协助协议或者条约；在合理期限内当事人未提供外国法或者提供

内容有瑕疵的情形下，法院应当采取至少两种查明途径补充查明外国法，但相应的查明费用可以规定由

当事人承担。其三，立法还应当对当事人提供或者以其他方式查明的外国法是否予以采纳的审查制定可

操作性的标准，例如查明途径(例如专家查明应当提供专家的资质、经历、背景以及从业证书等)、查明范

围(例如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是否包括判例法)以及是否需要官方公证等。 

5. 结语 

我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开展对外投资等对外经济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为了更好地践行我国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对外贸易理念，解决我国外国法无法查明难题是我国

涉外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法院的查明工作一方面要克服自身对于查明和适用外国法的畏难情绪，

另一方面也需要立法对于“无法查明”的认定进行合理限制。作为搭建涉外民商事领域依法治理的桥梁，

缩小“无法查明”的界限，准确查明和正确适用外国法律亦能彰显我国具有国际视野的法治理念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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